汉唐时期牛疫的流行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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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唐时期约发生了21次传染性较强的牛疫，其中东汉时期6次，两晋时期2次，南北朝时期4次，唐代8次，五代1次，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地区。种类主要有急性牛疫、牛疥癣病、牛黄热病和牛漏蹄病等。牛疫的发生和流行对汉唐社会产生严重影响，不仅引起耕牛的大量死亡，而且造成畜力短缺，威胁到农业的正常播种，从而引起历代政府、医学家、农学家、星占学家、道家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关注和重视。防治牛疫的措施主要有医学措施和经济措施两方面，尤其是医学本草、方书、农书等著作中出现的新方剂，对于有效地控制牛疫的流行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牛疫的流行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耕牛大死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救济职能的完善、农业耕作方式的变更和新农具的出现，成为农业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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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ttle epidemics，which was acute cattle plague, cattle bovine mange, cattle yellow fever, cattle rotten hoof disease and others, brought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Han and Tang society. As cattle was very critical for agri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most social strata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ssued policies to protect cattle from epidemics. These policies could be concluded by “prevention before sicken” and “contagion protection after sicken”. Moreover, some primary measures of medicine and economy were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physician, agriculturists, astrology scientist, Taoist and others. Firstly, Bureau of Livestock assigned veterinarians to make diagnosis and give treatments, distributed medical drugs and prescriptions, regulated rules of pasturage. Secondly, laws were modified to allow the farm cattle business. Thirdly, new farm implements were extended to prevent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of cultivation. The forth was to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ubventions. These measures, to some extent, not on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functions, the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e birth of new farm implements, but also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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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牛疫，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发病急骤，传染速度快，死亡率高，不仅给牛群的集约化饲养造成危害，而且对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造成极大的影响。汉唐时期文献记载中的牛疫，不仅包括传染性极强且死亡率极高的急性牛疫（俗称牛瘟），而且也包括传染性很强的牛疥癣病、牛时行病、牛黄热病和牛漏蹄病等。牛疫的发生及爆发次数的增加，给汉唐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引起中央政府、医学家、农学家、星占学家、道士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关注和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防治。
学术界目前对汉唐时期普通牛病防治的关注较多，但对于传染性牛疫防治的研究关注不够。［1—4］本文运用中兽医学和家畜动物传染病学的研究方法，对汉唐时期烈性牛疫、牛疥癣病、牛时行病、牛黄热病和牛漏蹄病等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地理分布进行研究，分析牛疫流行的病因、病症及其对汉唐社会产生的影响，重点探讨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医学家、农学家、星占学家、道士等不同社会阶层对牛疫的认识及采取的防治措施，挖掘汉唐医学本草和方书中有关防治牛疫的药物剂型、炮制技术和服法等。
1．汉唐时期牛疫的流行及危害

1.1 牛疫的流行

东汉时期约发生了6次严重的牛疫。建武十六年（40）临淮郡（治今江苏泗洪县南）周边地区发生牛疫，《东观汉纪》卷18载：“四方牛大疫，临淮独不疫，邻郡人多牵牛入界。”［6］牛疫发生的地点可能位于东海郡、广陵郡、九江郡和沛郡一带。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郡、国发生牛疫。［7］卷39《刘般传》，1305永平十八年（75），京师洛阳（治今河南洛阳）、兖州（治今山东兖州金乡）、豫州（治今安徽亳州）、徐州（治今山东郯城）发生“大旱”［7］卷3《肃宗孝章帝纪》，132，随即“牛疫死”［8］，至建初元年（76）二月牛疫还在流行。汉章帝建初四年（79）冬，京都洛阳“牛大疫”［7］卷3《肃宗孝章帝纪》，137。元和元年（84），郡、国发生“牛疫”［7］卷3《肃宗孝章帝纪》，145。

两晋时期发生了2次严重的牛疫。西晋时期（265～316），豫章郡西山（今江西新建）“来春牛疫颇甚”［9］。东晋桓玄（369～404）时，“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10—11］，具体地点不详。

南北朝时期发生了4次严重的牛疫。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十月，代地（治今山西大同）“牛大疫，死者十八九，官车所驭巨犗数百，同日毙于路侧，首尾相属，麋鹿亦多死。”［12］卷105之2《天象一之二》，2347此次传染病不仅造成大批耕牛的死亡，而且也造成大量野生麋鹿的死亡。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476），“牛疫，死伤大半。” ［12］卷7上《高祖纪上》，144 太和十一年（487）五月，大旱，京都洛阳民饥，洛阳、代地等地区牛疫流行。［12］卷110《食货志六》，2856《资治通鉴》卷136亦载：“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13］卷136，4276北周武帝天和六年（571）冬，“牛大疫，死者十六七。”［14—15］
唐代发生了8次严重的牛疫。唐高宗调露元年（679）春，“牛大疫”［16］卷35《五行志》，905。永隆中（680～681）关内道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发生牛疫，造成“无以营农”［17］卷185《王方翼传》，4803、“民废田作”［16］卷111《王方翼传》，4135的惨象 。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十一月，“河南牛疫”［16］卷118《张廷珪传》，4262~4264。神龙元年（705）春，“牛疫”［16］卷111《王方翼传》，4135。神龙二年（706）冬，“牛大疫。”［17］卷7《中宗本纪》，143；［16］卷35《五行志》，905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春，河北牛大疫。［16］905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牛疫”［16］905。 贞元七年（791）三月，“关辅牛疫死，十亡五六”［17］卷13《德宗本纪下》，371。《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亦载：“关辅牛大疫，死者十五六。”［16］905
五代时期发生了1次严重的牛疫。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卫州共城县（治今河南辉县）发生“牛疫”，造成“年课无几，官牛疫死，因废营田”［18］的惨状。

综上所述，汉唐时期见于记载的牛疫共发生了21次，其中东汉时期6次，两晋时期2次，南北朝时期4次，唐代8次，五代1次。在地区分布上，北方地区发生19次，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地区，南方地区仅2次，反映了北方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发展远胜于南方。总体上来看，汉唐时期牛疫引起的灾害是北方重于南方。

1.2  牛疫的危害

    首先，牛疫流行引起的高死亡率，直接造成耕牛短缺，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播种。如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十月发生在平城（治今山西大同）的牛疫，“死者十八九，官车所驭巨犗数百，同日毙于路侧，首尾相属”，死亡率高达80%～90%以上。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发生在北方地区的牛疫，“死伤大半”。太和十一年（487）五月发生在洛阳、代地的牛疫，起初因大旱引起，随即造成“京都民饥”，“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北周武帝天和六年（571）冬发生的“牛疫”，“死者十六七”。长安四年（704）十一月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贞元七年（791）三月发生在关中地区的牛疫，“十亡五六”，死亡率亦在50%以上。
其次，牛疫的发生与流行，不仅造成垦田减少，牛价、谷价上涨，而且造成流民增加，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发生的牛疫，造成“垦田多减”。永平十八年至建初元年（75～76）发生的牛疫，造成京师洛阳、兖州、豫州及徐州一带，“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元和元年（84）郡国牛疫，造成“谷食连少”。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发生在北方地区的牛疫，造成“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唐高宗永隆中发生在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的牛疫，造成“民废田作”、“无以营农”的惨状。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十一月发生在卫州共城县（治今河南辉县）的牛疫，造成耕牛极度短缺，迫使周太祖下诏罢共城县稻田务。

第三，牛疫与各种自然灾害相伴生，如大旱、大寒、大热、大雪、水灾、地震等直接引发了牛疫的流行，其强烈的传染性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如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十月发生的平城（治今山西大同）牛疫，造成“麋鹿亦多死”的惨象。太和十一年（487）五月发生在洛阳、代地的牛疫，造成“民馁死者多”。

可见，牛疫的死亡率约在50%～90%以上，不仅造成耕牛的短缺，影响到农业的正常播种，而且造成垦田减少、谷价上涨、流民增加，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和不安。

1.3  汉唐时期政府对牛疫的认识及态度

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历代政府和农学家多有论述。有关对牛疫的认识及态度，以长安四年（704）十一月河南发生牛疫后监察御史张廷珪（约664～734）的论述最为精辟。在给武则天的上书中，张廷珪提出了“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的重要观点。《新唐书》卷118《张廷珪传》载：

〔张〕廷珪上书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诏虽和市，甚于抑夺。并市则价难准，简择则吏求贿，是牛再疫，农重伤也。高原耕地夺为牧所，两州无复丁田，牛羊践暴，举境何赖？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买，一入于官，永无免期。南北异宜，至必生疾，此有损无益也。抑闻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羊非军国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16］卷118《张廷珪传》，4261～4264
张廷珪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有关耕牛重要性的最精辟的论述。武则天采纳了张廷珪的观点，将保护耕牛的政策上升为国家的最高意志，积极对牛疫进行防治，并为唐以后的历代政府所继承。

1.4 天文星占学家对牛疫的重视

    汉唐时期，天文星占学文献中保存了有关星占与牛疫关系的记载。尽管这些记载与真正牛疫的发生和临床治疗尚存一定的差距，但因其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而受到后世的重视。

北周庾季才（516～604）《灵台秘苑》卷12载：“守则又为大赦，多雨雪，人民、牛、马疫”［19］。唐代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是中国古代星占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大量记载了有关星占学与牛疫的关系。《月占》载：“《黄帝占》曰：月晕，牛小儿多死，牛疫死，一曰马多疫死”［20］卷15《月占五》，187。《岁星占》载：“巫咸曰：岁星大其常，且赋敛不常，民饥，岁星小，民且多疾，牛马疫死”［20］卷23《岁星占》，254～255。《荧惑占》载：“巫咸曰：荧惑守牵牛，为多火灾。又曰牛大疫，多有死者，灾非一国，牛贵十倍”［20］卷32《荧惑占三》，351，郗萌曰：“荧惑入若守胃，牛疾”［20］卷33《荧惑占四》，364，《黄帝占》曰：“荧惑入东井，牛大疫。”［20］卷34《荧惑占五》，373《太白占》载：“《海中占》曰：太白守牵牛，为牺牛疾疫”［20］卷48《太白占四》，516。《织女占》载：“郗萌曰：织女星非故，山摇地动，若牛疾” ［20］卷65《石氏中官占上一》，666。《客星占》载：“客星守奎，有杀霜不时下者，一曰牛疾疫，一曰六畜贵”［20］卷80《客星占四》，832。《牛休征》载：“《握镜》曰：牛大疫，觔革动，主用兵，杂城郭，不出三年，有大殃。”［20］卷117《牛休征·牛疫》，1181
星占学家的重视，更多的具有天谴、警示作用，提醒各级官吏重视对牛疫的预防。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它反映了汉唐时期有关牛疫防治方面“未病先防”思想的重要发展。

    总之，汉唐文献中牛疫记载的出现及增多，说明了耕牛在汉唐社会获得相当大地发展并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被大量地应用［21—22］；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随着牲畜饲养方式的变化，家畜疫病已成为汉唐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社会问题。

2．汉唐时期对牛疫病因、病症及传染性的认识

2.1 关于牛疫病原、病因、病症的解释

关于牛疫的概念和特征，汉唐时期的医学著作大多认为病牛为宿主，一牛染病，众皆感染。托名汉代华佗所撰的《华佗神方》指出：“牛疫感传极烈，一牛染病，则附近之牛，必相继倒毙。其候如牛低头垂耳，食量减少，气喘发惊，涕泗交流，粪便初则燥结，继则泄泻，口内有腐烂斑痕，即为有疫之证。”［23］对牛疫的概念和特征，作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牛疫形成的病因，汉唐时期的医学著作认为是由“四时气候变化异常”、“五运六气错乱”所致，其中“四时气候变化异常”是最主要的解释，亦称“时行病”。如唐代医学家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指出：“凡六畜自死，皆是遭疫则有毒。人有食疫死牛肉，令病洞下，亦致坚积者，并宜以利药下之良。”［24］卷31《解饮食相害成病百件》，680王冰在《素问六气玄珠密语》一书中，亦从中医五行的角度，对牛疫的成因给予解释：“雷始震于西方，必暴露尸骸，牛马疫死。”［25］
“牛疫”的范围很广，大凡发病急骤、传染快、死亡率高的牛病统称为“牛疫”。据冯洪钱、李群《唐韩鄂编撰〈四时纂要〉兽医方考注》一文的研究，“如按现代兽医学分析，可能包括牛瘟、炭疽、出血性败血病和牛流行性感冒等”［26］。笔者赞同这种看法。
2.2 关于牛疫传染性的认识

关于疫病之牛传染给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情况，汉唐时期的文献中亦有零星记载。如东晋桓玄（369～404）时，“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10］，［11］。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十月戊申，“牛大疫，死者十八九”，“麋鹿亦多死”，道武帝“虑牛疫，乃命诸军并重焚车。”［12］卷105之2《天象一之二》，2347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看，“焚车”具有销毁污染器物、彻底消灭病原的作用。但其真正目的，由于文献记载简略不得而知。
隋代医学家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牛疥癣病可以传染给人类。《牛癣候》认为：“以盆器盛水饮牛，用其余水洗手面，即生癣，名牛癣。其状皮厚，抓之靳强而痒是也，其里亦生虫。”［27］964 关于其传染给人类的原因，巢元方认为“或因用牛狗所饮余水，洗手面得之。至其病成，皆有虫侵食，转深连滞不瘥，故成久癣。”［27］966
总之，汉唐时期已认识到：①病牛为本病的直接传染源；②“一牛染病，则附近之牛，必相继倒毙”，对当时的黄牛、水牛、牦牛等具有强烈感染性［5］；③传播途径是易感牛群接触了感染动物（病牛或死牛）的分泌物（如鼻涕、眼液等）、排泄物（尿液、粪便等）和经过污染的水源、食物而传染；④死亡率较高；⑤四时气候变化异常是其致病的主要原因。

3．汉唐时期防治牛疫的医学措施

汉唐时期牛疫的多次发生和流行，为医学提出了新的命题。不仅医学、农学、道家文献中记载了数量可观的防治牛疫的方剂，而且还出现了许多专门性的医牛著作。现存医家文献有《华佗神方》、《神农本草经》、《素问六气玄珠密语》、《新修本草》、《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和《海药本草》等；兽医学文献，《汉书》卷30《艺文志》载有佚名撰《相六畜》和《牛经》，《隋书》卷34《经籍志》载有佚名撰《治马牛驼骡等经》，《宋史》卷205～207《艺文志》载有贾耽撰《医牛经》、李石撰《司牧安骥集》等［28］；农学文献有《汜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29］。此外，葛洪《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一定数量的防疫药方。这些著作不仅保存了大量治疗普通牛病的方剂，而且还记载了临床上广泛使用的防治急性牛疫的方剂。
3.1 牛疫的防治

牛疫，俗称牛瘟，是一种急性传染性传染病，以消化系统症状为主症。临床症状表现为病牛高烧、口部溃烂、腹泻、淋巴坏死等，具有高度的致命性和死亡率。历史上对北方地区的黄牛、南方地区的水牛、青藏高原的牦牛等危害极大。汉唐时期防治该病的药物主要有复方药物、单方药物和道家符药。

3.1.1 复方药物

华佗治牛疫神方。托名东汉华佗（约145～208）所著的《华佗神方》卷19载：“牙皂、细辛、川乌头、草乌头、雄黄，上五味药等分，共研为末，另加麝香少许，吹入牛鼻中五、六分，即愈。”［23］ 据《神农本草经》卷4记载，牙皂，味辛、咸，性温，有小毒，配伍细辛、川乌头、草乌头和雄黄，研末吹鼻取嚏或温水调灌取吐，可治脘腹冷痛、猝然昏迷、消炎止痛，亦可治牛疫等。［30］卷5《下品药·牙皂》，210
葛洪赤散方。东晋葛洪（283～363）《肘后备急方》卷2载：“牡丹五分，皁荚五分，炙之。细辛、干姜、附子，各三分，肉桂二分，真珠四分，踯躅四分，捣筛为散。”牛马疫时，“以一匕著舌下，溺灌，日三四度，甚妙也。”［33］
贾思勰治牛疫气方三道。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记载了三道防治牛疫的方剂：第一方，“取人参一两，细切，水煮，取汁五六升，灌口中，验”；第二方，“腊月兔头烧作灰，和水五六升灌之，亦良”；第三方，“朱砂三指，撮油脂二合，清酒六合，暖，灌，即瘥。”［31］
孙思邈乌头赤散方。唐孙思邈（581～682）《备急千金要方》卷9载：“乌头一两半，皂荚半两，雄黄、细辛、桔梗、大黄各一两。上六味治下筛，清酒或井华水服一刀圭，日二，不知稍增，以知为度。除时气疫病，若牛马六畜中水行疫，亦可与方寸匕。”［34］卷9《伤寒上·发汗散第四》，215
韩鄂治牛疫方三道。唐代韩鄂《四时纂要》卷1记载了三道防治牛疫的方剂：第一方，“当取人参细切，水煮取汁，冷，灌口中五升已耒，即瘥”。用人参煮汁服，有补气强身之功，可提高牛的抗病能力。第二方，“取真安息香于牛栏中烧，如焚香法。如初觉一头，至二头，是疫，即牵出。令鼻吸其香气，立止”。焚烧安息香，具有杀菌消毒之功效。第三方，“十二月兔头烧作灰，和水五升，灌口中，瘥。”［32］
3.1.3 单方药物

汉唐时期常用的珍贵单方药物有：真安息香和獭肉、獭屎，然“惟上二药，均极难得”［23］。普通单方药物有：牛扁、狐肠、麝香、醋等。

真安息香，味辛，香、平、无毒。主心腹恶气鬼。西戎似松脂，黄黑各为块，新者亦柔韧。《华佗神方》卷19载：“急于牛栏中烧真安息香，牛吸其香，即愈。”［23］
牛扁，味苦，微寒，无毒。南朝梁陶弘景（456～536）《本草经集注》卷中载：“主治身皮疮热气，可作浴汤。杀牛虱、小虫，又治牛病。生桂阳川谷。今人不复识此，牛疫代代不无用之。既要牛医家应用，而亦无知者。”［35］卷5《草木下品·牛扁》，379唐苏敬《新修本草》卷11沿袭了陶弘景的治法。［36］卷11《牛扁》，276
獭肉和獭屎，汉唐时期常用的防治牛疫药物。《华佗神方》卷19载：“取獭屎三升，以沸汤淋取汁二升，灌之即愈。”［23］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中载：“味甘，有毒。主治鬼疰蛊毒，却鱼鲠，止久嗽烧服之。肉，治疫气温病，及牛马时行病。煮屎灌之亦良。”［35］卷6《虫兽三品》，438 陶弘景《名医别录》亦有相同的记载。［37］卷3《獭肝》，285 唐代孙思邈（581～682）《备急千金要方》卷80载：“獭肉，味甘，温，无毒，主时病疫气，牛马时行病，皆煮取汁，停冷服之，六畜灌之。”［34］卷26《食治·鸟兽第五》,569 《千金翼方》亦载獭肉“疗疫气温病及牛马时行病，煮屎灌之亦良。”［38］卷3《本草中·人兽部》，62 唐苏敬（599～ 674）《新修本草》卷15载獭肉“疗疫气温病，及牛马时行病。煮屎灌之亦良”，“有牛马家，可取屎收之。”［36］卷15《禽兽部·兽下·獭肝》，390 唐孟诜（621～713）《食疗本草》亦载獭肉“性寒，无毒。煮汁主治时疫及牛马疫，皆煮汁停冷灌之。”［39］卷中，77  王焘（670～755）《外台秘要方》卷40所载的两道“疗牛疫病方”，其一为“取獭屎三升，以沸汤淋，取汁二升，灌之良”。

狐肠，味咸，性温，入脾、胃二经，用于治疗瘟疫。《新修本草》卷15载：“肠，主牛疫，烧灰和水灌之，乃胜獭。”［36］ 孙思邈《千金翼方》卷19载：“肠主牛疫，烧灰，和水灌之。”［38］19《杂病中·杂疗第八》，301
麝香，味辛，性温，归心、脾经，用于治疗温病。王焘《外台秘要方》载“取酒和麝香少许，和，灌之”，“疗牛疫”［24］卷40《牛狗疾方六首》，1141。

醋，味酸、甘，性平，散瘀血，收敛止泻，消诸煞气。唐孟诜《食疗本草》卷下载：“牛马疫病，和灌之。”［39］卷下，125 

3.1.3道家符药

汉唐时期，道教盛行，出现了道士用符药为牛治病的记载。《续仙传》载西晋时期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西山一带发生牛疫，道士曹德休用符药治愈许多病牛。其法为：“牛疫之时，以鲙飨吾书，其字贴牛角上，自当无苦”。其后，牛果大疫，“一境之内贴其字者免灾，不贴者毙。”［9］尽管带有强烈的神话色彩，但道士用符药治病在民间还是较为流行。
上述方药是汉唐时期治疗急性牛疫常用的方剂，临床上具有较好的效果。宋元乃至明清时期，政府、医学家、农学家等仍沿用上述疗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增减。［50］
3.2 牛疥癣病的防治
牛疥癣病，是一种多发的体外寄生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严重危害家畜的发育和影响育肥增重，并会造成大批死亡，经济损失较大。现代兽医学认为，它是由疥癣虫寄生引起，轻者成片状发生，重者染及全身。病畜的主要症状是奇痒难忍、皮炎、皮肤损伤、脱毛和病牛消瘦无力。疥癣病主要在冬季流行，其次是晚秋和早春，夏季则处于潜伏状态，传染性强是其主要特征。［40］汉唐时期治疗该病的药物主要有复方和单方药物两类，临床治疗以敷药和浴药为主，未发现口服药物的记载。

3.2.1敷药

敷药，中医外科临床最常用的一种外用药剂型，也称涂药，将新鲜草药切碎、捣烂，或将中药末加辅料调匀成糊状，敷于疥癣患处，达到治疗效果。主要防治药物有荞麦灰、及已、麦糊、松脂、鼠李等。

荞麦灰，外用有收敛止汗、消炎、止血之效。东汉华佗所撰《华佗神方》卷18载：“以荞麦烧灰淋汁，入明矾一合，涂之亦效。”［23］
及已，味苦，平，有毒。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载：“主治诸恶疮、疥痂、痿蚀，及牛马诸疮。今人多用以合疮疥膏，甚验也。”［35］卷5《草木下品·及巳》，369 陶弘景《名医别录》亦有相同的记载。［23］卷3《下品·及已》，254 唐苏敬《新修本草》卷10载：“此草一茎，茎头四叶，叶隙着白花，好生山谷阴虚软地，根似细辛而黑，有毒，入口使人吐，而今以当杜衡非也，疥瘙必须用之。”［36］卷10《草部下品之上·及己》，250甄权《药性论》载：“及巳，亦可单用，能治瘑疥。”［41］258 孙思邈《千金翼方》卷3亦载：“味苦平，有毒。主诸恶疮，疥痂瘘蚀及牛马诸疮。” ［38］卷3《本草中·草部下品之上·及巳》，46
麦糊，味甘，性凉，除六畜脊疮焦痂。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卷40载：“以麦糊封之，即落。”［24］1141
松脂，味苦、甘，性温，主治祛风燥湿、排脓拔毒、生肌止痛。唐苏敬《新修本草》卷12载：“松取枝烧其上，下承取汁名脂，主牛马疮疥为佳。”［36］卷12《木部上品·松脂》，302 孙思邈《千金翼方》卷19载：“松花名松黄，拂取酒服，轻身疗病，胜皮叶及脂。松取枝烧其上，下承取汁名脂，主牛马疮疥。”［38］298
鼠李，味苦，微寒，无毒，主寒热瘰疮。唐苏敬《新修本草》卷14载：“此药一名赵李，一名皂李，一名乌槎树。皮主诸疮寒热毒痹。子主牛马六畜疮中虫，或生捣敷之，或和脂涂皆效”［36］卷14《鼠李》，345
3.2.2浴药

药浴，通过选配适当的中草药，利用煮沸后产生的蒸汽熏蒸，或用药物煎汤后的汁液进行全身或局部洗浴，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主要防治药物有黑豆、牛扁、乌头汁等。
黑豆。《华佗神方》卷18载：“黑豆水煮，去滓取汁，洗五、六次即愈。”［23］
牛扁。《神农本草经》卷3载：“味甘，微寒。主身皮创热气，可作浴汤。杀牛虱、小虫，又治牛病。生川谷。”［30］卷3《下品药·牛扁》，241陶弘景《名医别录》载：“无毒，生桂阳”［37］。唐苏敬《新修本草》卷11载：“味苦，微寒，无毒。主身皮创热气，可作浴汤。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生桂阳川谷”。又说“此药，似三堇、石龙芮等，根如秦艽而细。生平泽下湿地，田野人名为牛扁。疗牛虱甚效。太常贮名扁特，或名扁毒。”［36］卷11《牛扁》，276孙思邈《千金翼方》卷3亦载：“味苦，微寒，无毒。主身皮疮热气，可作浴汤，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生桂阳川谷。”［38］48
乌头汁，《齐民要术》载：“煮乌头汁，热洗五度，即瘥耳。”［31］唐韩鄂《四时纂要》亦载：“煮乌豆汁，热洗五度（一本云乌头汁）。”［32］
3.3 牛黄热病的防治

牛黄热病是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为高热及消化道、呼吸道的炎症，其四肢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感染。现代中兽医学所称之牛流行热，在临床症状方面与牛黄热病相似。［42］78汉唐时期防治该病的药物，主要有兔肠肚、大黄、黄连、胡桐泪、胡麻等，均具清热、解毒之效。

治牛中热方。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载：“取兔肠肚，勿去屎，以裹草，吞之。不过，再三，即愈。”［21］291
治牛狂神方，急用“大黄、黄连各五钱，共为末，以鸡子与酒共一升调匀灌之，即愈。”［23］大黄、黄连均味苦，具清热、解毒、去火之效。
胡桐泪，味咸、苦，大寒，无毒。唐苏敬《新修本草》卷5载：“主牛马急黄，马黑汗，水研二、三两，灌之，立瘥。”［36］142 孙思邈《千金翼方》卷3载：“味咸苦，大寒，无毒。主大毒热，心腹烦满。水和服之取吐。又主牛马急黄、黑汗，水研二三两灌之，立瘥。”［38］49~50
胡麻，苦、温，入肾经，具消炎解毒之效，治瘀血阻滞诸痛证。唐孟诜《食疗本草》卷下载“生杵汁，沐头发良。牛伤热亦灌之，立愈。”［39］109
3.4 牛漏蹄病的防治

牛漏蹄病，亦称牛烂蹄病，是牛蹄的趾间皮肤及其深部组织的急性或亚急性炎症，临床特征是患部皮肤裂开、坏死和化脓恶臭等特征的疾病。不分老幼，均可感染。现代兽医学所称之牛蹄疫，与此病在临床方面有相似之处。［42］95，［40］110
治疗该病的方药有“华佗治牛前蹄病神方”。《华佗神方》卷19载：“乳香三钱，龙骨六钱五分，黄丹三钱五分，麝香三分，硼砂五分，人发灰少许，上共捣末，香油调敷。”［23］ 据晚唐五代李珣《海药草经》卷3记载，乳香，别名熏陆香，产非洲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一带，性辛、苦、温，入心、肝、脾经。配龙骨、黄丹、麝香和硼砂，具解毒、消肿、生肌、止血和止痛之效。外用为粉以敷疮疡，能散一切留结，去瘾疹痒毒、腐肉等。［43—44］
总之，汉唐时期中医学对急性牛疫、牛疥癣病、牛黄热病和牛漏蹄病的治疗，主要以药物治疗法为主，未见到有隔离病牛、扑杀病牛或掩埋病牛尸体、焚烧病牛尸体的记载。从文献记载“即愈”、“立愈”、“甚验”、“甚良”、“亦效”中可以看出，中药方剂在临床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疗效。

4．汉唐时期防治牛疫的经济措施

由于耕牛与农业生产、交通工具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唐时期政府对牛疫给予了积极的防治。其措施包括：完善太仆寺的职能；减免赋税，赐流民田地；推广新耕作方式和新农具；赐钱、赐药，颁布医学方书，等等。

4.1 完善太仆寺的职能

汉魏时期，中央政府中设太仆寺，掌饲驼骡驴牛，其中牛群的饲养和疾病的治疗是太仆寺的重要职责之一。南北朝时期，政府在太仆寺中设驼牛署，辖典驼局、特牛局和牸牛局，设令、丞掌管，配备兽医。隋朝在太仆寺中建立牛羊署，设兽医博士，员额达120人。［45］唐代改之为典牧署，置典牧都尉，仍设兽医博士，进一步完善太仆寺的管理职能。［46］
可见，汉唐时期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养牛业机构和兽医派遣制度，在牛群的饲养、品种的改良和疾病防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2 减免赋税，赐流民田地

减免田租，赐流民田地，是政府防治牛疫的重要措施之一。东汉永平十八年（75）京师洛阳、兖州、豫州、徐州发生牛疫，汉章帝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赈给贫人”。建初元年（76）春正月丙寅，汉章帝再次下诏：“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恺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7］145
元和元年（84）郡国发生牛疫，二月甲戌汉章帝发布《赐流民公田诏》：“王者八政，以食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灾，是以岁虽不登而人无饥色。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7］145
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476），“牛疫，死伤大半”［47］。太和元年（476）三月丙午，孝文帝诏：“朕政治多阙，灾眚屡兴。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12］144，［15］93 

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卫州共城县（治今河南辉县）发生牛疫。三司奏：“年课无几，官牛疫死，因废营田。”十一月，周太祖敕：“废卫州共城县稻田务，并归州县，任人佃莳。宜令户部郎中赵延休往彼，相度利害及所定租赋闻奏。”［18］
4.3推广新耕作方式和新农具

牛疫流行造成的耕牛锐减，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发展。为了弥补耕牛短缺造成的不足，汉唐政府推广新耕作方式和新农具。汉代区种法、唐代耦耕法的推广，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永平十一年（68），郡国发生牛疫，汉明帝采纳刘般建议，“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通使区种增耕”［7］卷39《刘般传》，1305，推行“区种法”［48］。区种法出现于西汉，其在东汉初的大力推广，适应了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的农作。该法对人力的需求大大增加，而对畜力的应用则相对减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牛疫流行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唐高宗永淳初年（682），关内道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发生牛疫，“无以营农”，“民废田作”，夏州都督王方翼（662～684）推广“耦耕”之法。《旧唐书》卷185载王方翼“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焉。”［17］4803《新唐书》卷124亦载王方翼“为耦耕法，张机键，力省而见功多，百姓顺赖”［16］4135。据刘亚中《也说“耦”与“耦耕”》一文的研究，“耦耕”就是“持耦而耕”。“耦”为农业生产工具，有人将其名为双齿耒，分为直尖和斜尖两种；耦耕分为两种方式，即“二人并耕”式和“人拉犁耕”式，是介于锄耕和牛耕之间的重要耕作形式。［49］
4.4 政府赐钱，鼓励民众买卖耕牛

政府赐钱帮助农民度过难关或通过税钱买牛直接分给农民，是汉唐政府防治牛疫的又一重要措施。如太和十一年（487）大旱，京都洛阳、代地等发生牛疫。北魏孝文帝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留业者，皆令主司审核，开仓赈贷。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检集，为粥于术衢，以救其困。”［12］卷110《食货志六》，12856 六月癸未，孝文帝诏：“内外之臣，极言无隐。”［13］,4276 

唐贞元七年（791）三月，关辅地区“牛疫死，十亡五六”，唐德宗“遣中使以诸道两税钱卖牛，散给畿民无牛者。”［17］371，［16］905
5．结语

通过对以上现有史料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一、汉唐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牛疫约发生了21次，其中东汉时期6次，两晋时期2次，南北朝时期4次，唐代8次，五代1次。在地区分布上，北方地区发生19次，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地区，南方地区仅2次，反映了北方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发展远胜于南方。

二、汉唐时期牛疫的种类主要有急性牛疫、牛疥癣病、牛黄热病和牛漏蹄病等。这些疫病发病急骤，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病情的雷同性，死亡率高，有些疾病可以传染给其他动物甚至人类。牛疫的发生和流行对汉唐社会产生严重影响，不仅引起耕牛的大量死亡，而且造成畜力短缺，威胁到农业的正常播种。同时，牛疫的流行又造成牛价、谷价上涨，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历代政府、医学家、农学家、星占学家、道家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总体上来看，汉唐时期牛疫的发生，与耕牛的应用和牛耕的推广是相一致的，牛疫引发的灾害是北方重于南方。
三、汉唐时期防治牛疫的医学措施以药物治疗法为主，尚未发现有隔离病牛、扑杀病牛或掩埋病牛尸体、焚烧病牛尸体的记载。防治急性牛疫的药物有复方药物（如华佗治牛疫神方、治牛疫气方、赤散方、乌头赤散方）、单方药物（如真安息香、獭肉、獭屎、牛扁、狐肠、麝香、醋）和道家符药；防治牛疥癣病的药物有敷药（如荞麦灰、及已、麦糊、松脂、鼠李）和浴药（如黑豆、牛扁、乌头汁）；防治牛黄热病的药物有兔肠肚、大黄、黄连、胡桐泪、胡麻等；防治牛漏蹄病的药物有“华佗治牛前蹄病神方”等。
四、汉唐时期中央政府是所有社会阶层中防治牛疫的核心，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完善太仆寺的职能；派医、赐药、颁方；减免赋税，赐流民田地；推广新耕作方式和新农具；赐钱，鼓励民众购买耕牛等。

总之，汉唐时期牛疫的流行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耕牛大死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耕作方式的变更和新农具的出现，成为农业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因之一。同时，牛疫的流行也推动了中兽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兽医学著作和医学本草、方书、农书中出现的大量防治牛疫的方剂，就是这方面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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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隋书》卷34《经籍志》载：“《华佗方》十卷，吴普撰。佗后汉人，梁有《华佗内事》五卷，又《耿奉方》六卷，亡。”可知隋代有以“华佗”为名的医著。另据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序例上·引据古今医家书目》称：“时珍今所引，除旧本外，凡二百七十七家”，其中有《华佗方》十卷，似乎该书仍在明代流传。今流传之《华佗神方》二十二卷，又名《华佗神医秘传》，托名汉代华佗撰，唐孙思邈编辑，虽然其具体成书年代不详，但书中可能保留有部分华佗或同时期的内容。因此，笔者采纳其关于牛疫的概念内容，以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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